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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史研究·

1863 年越南潘清简使团赴法
与《西贡条约》修约问题

＊

钱盛华

内容提要 1862 年越法《西贡条约》签订后，嗣德帝不满割地条款，旋即遣使赴法谋求

修约。面对西方冲击，越南自认迅速找到了条约体系的运行逻辑，试图通过签订新约来争

取利益。对于越南的非常之举，法国做出了应对，在越南使团赴法旅程中不断展现自己在

世界范围的实力，并对越南士大夫进行“政治教育”，以使越南融入殖民世界和接受近代外

交规则。在双方的互动进程中，可以看出殖民势力内部的异质性，法国海军内部“知越派”

对殖民政策存在分歧。越南潘清简使团则以法国的财政困境作为修约的突破口。但是，谈

判真正开启后，越南受制于原先宗藩体系的历史经验，同情越南的“知越派”何巴理也未能

在狭小的谈判窗口打开时真正有助于阮朝，而法国海军的强力反弹使得越南修约最终

失败。

关键词 越南外交 潘清简使团 西贡条约 修约 拿破仑三世

1857 年，拿破仑三世借口越南阮朝嗣德帝迫害天主教传教士，发动了交趾支那远征。1858 年 9

月，法国、西班牙联军炮击越南中部的沱灢港，开启了越南近代史的篇章。1862 年 6 月，在定祥、边
和、永隆等地相继陷落之后，嗣德帝被迫派遣潘清简、林维浃为全权大臣赴西贡与远征军法国指挥官

博纳尔( Louis Adolphe Bonard) 、西班牙指挥官帕兰卡( Carlos Palanca) 谈判，并最终签订了越南近代

史上第一份不平等条约《西贡条约》。但是，该和约甫一签订，嗣德帝便寻求与法国重新谈判，意图收

回割让给法国的南圻东部三省。于是，1863 年潘清简奉命出使法国谋求修约，由此衍生出了一系列

与修约有关的问题。从历史地位来看，这是越南从传统宗藩体系的外交框架逐渐转向近代条约体系

的第一步，也是越南沦为半殖民地后所做的第一次外交尝试，对于理解越南近代外交的转型有重要

意义。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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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华东师范大学青年预研究项目“多国档案互证下 19 世纪越南对外关系的转型研究”
( 项目编号: 2022ECNU － YYJ065) 的阶段性成果。
“宗藩体系”或称“朝贡体系”“封贡体系”。有关18 世纪至 19 世纪中越以及越南与中南半岛周边国家的宗藩关系的研究较

为丰富，可参见戴可来:《略论古代中国和越南之间的宗藩关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 年第 2 期; 刘仁善: 《19 世纪的

越中关系和朝贡制度: 理想与现实》，《东北亚历史杂志》2009 年第 6 卷第 1 期; 孙建党:《越南阮朝明命时期的对外关系》，

郑州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论文，2001 年; 钱盛华:《越南阮朝早期的周边政策研究( 1802—1858 )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硕士学位论文，2015 年; Alexander Barton Woodside，Vietnam and the Chinese Model: A Comparative Study of Vietnamese and
Chinese Governmen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 陈尚胜:《试论清朝前期封贡体系

的基本特征》，《清史研究》2010 年第 2 期; 费正清主编，杜继东译:《中国的世界秩序: 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2010 年版; 孙宏年:《清代中越关系研究( 1644—1885)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13 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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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最终修约失败，法国很快又强占了南圻剩余的西部三省，因而此次出访以及修约谈判

往往只是被看作越南卷入殖民体系过程中的一个插曲。在越南通史、断代史的叙述上，即使是越南

本国学者也仅用很小的篇幅谈及此事，甚至直接略过。① 在专题研究方面，目前学界有两类研究从侧

面涉及这一问题。其一是潘清简人物研究。由于潘清简作为特命全权大臣代表阮朝谈判并最终割

地，因而其个人在当时的舆论以及后世的评价上被迫背负了本应由整个民族承担的历史责任。② 对

于这样一个签订卖国条约的“李鸿章式”的人物，后世法国、越南学界常将潘清简的这段出访经历以

及修约谈判的努力当作为其辩解的论据之一。对于“使程日记”、法方档案等资料的解读，均旨在将

潘清简塑造成一个对世界局势有着清晰认识的士大夫形象。③ 也正因为这一强烈的目的性，使得这

些研究虽仍以史料为依据，但在论述中有时过于用力，甚至掺杂过多的个人情感。

其二是法国殖民史研究。19 世纪下半叶，随着本国殖民版图的持续扩大，法国学者对于南圻

( 交趾支那) 的研究也在同步发展。④ 由于当时法国政坛曾对交趾支那未来在第二帝国内的地位究

竟应该是殖民地还是商业据点有所动摇和争辩，因此在叙述主体上，殖民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描

述反对修约的“交趾支那捍卫者”( le champion de la Cochinchine) 身上，强调如果没有他们的坚持就

不会有未来的法属印度支那。⑤ 这部分研究的不足在于几乎完全依赖法方档案，忽视了越法双方之

间的互动在其中发挥的作用。⑥ 中国学者的研究有郑永常的专题文章讨论《西贡条约》的修约经

过，他主要根据《大南实录》这部阮朝官修史书来还原事件过程，因而可以说该文正好走到了法国

同行的另一面，其得出 的 结 论 忽 视 了 法 国 海 军 在 其 中 扮 演 的 极 其 重 要 的 角 色，自 然 也 就 有 失

偏颇。⑦

本文除了将利用《大南实录》、法国外交部档案信件、法国军政人士文集外，还将挖掘潘清简使团

日记《西浮日记》等资料，以探讨在进入殖民时代伊始，阮朝如何在过去的经验基础上应对法国的外

交、军事冲击，而法国在遇到越南的回应之后又是如何再次因应调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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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pp. 138 － 140; 陈重金著，戴可来译:《越南通史》，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第 367 页; 邵循正:《中法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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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ton Osborne，“Truong Vinh Ky and Phan Thanh Gian: The Problem of a Nationalist Interpretation of 19th Century Vietnam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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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法国殖民史研究的开拓者居乐屈在 1910 年便已写就《法属交趾支那史( 从源起到 1883 年) 》一书，其对于潘清简使团及修

约的评价先经福瓦德沃引用，后被邵循正转引写入《中法越南关系始末》一书而为中国学者所了解。参见邵循正:《中法越

南关系始末》，第 28 页; Henri Froidevaux，Histoire des Colonies Françaises et de l’Expansion de la France dans le Monde，Tome V，

l’Inde et l’Indochine，Librairie Plon，1932，p. 39; P. Cultru，Histoire de la Cochinchine Française ( des Origines à 1883 ) ，

Librairie Maritime ＆ Coloniale，1910，p. 97。
Alfred Schreiner，Abrégé de l’Histoire d’Annam，Chez l’Auteur ( Alfred Schreiner) ，1906，p. 264; Ｒ. Stanley Thomson，“France
in Cochinchina: The Question of Ｒetrocession 1862 － 65，”Far Eastern Quarterly，no. 4 ( 1947) ，pp. 364 － 378.
参见 ， ( 1862 － 1874 ) ， trans.

，2011。
郑永常:《越法〈壬戌和约〉签订与修约谈判，1860—1867》，《成大历史学报》2003 年总第 2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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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求和到换约再到使团赴法

相比于中国在《南京条约》签订后被迫卷入近代条约体系，19 世纪 60 年代的越南对于西方在远

东的殖民其实并不陌生。鸦片战争爆发后，阮朝明命帝便已通过各种手段搜集与分析中国沿海的战

况与情报，并制定出了一系列应对预防之策，如加强海防、禁绝鸦片、增加外洋活动了解西方等。① 虽

然当越南自身直面殖民大潮的冲击时也未能躲过，但是，从 1862 年求和到次年 4 月使团起程赴法，

其中形势的变化以及越南的调整、反应不可谓不快。那越南是如何完成这种转变，法国又将如何回

应，是下文着重探讨的内容。
( 一) 越南以修约应对条约体系

1861 年，携第二次鸦片战争余威的法军攻打越南南圻，突破由阮知方领导的嘉定大屯。在北圻，

谢文奉、阮文胜、高伯适等各路民变领袖形成相互呼应之势，接连攻取多地，给朝廷带来了极大的压

力。1862 年法军攻占永隆之后，嗣德帝在南北局势严峻的压力下转变了对战争的态度。面对前来逼

和的法军将领，其在给潘清简、林维浃的敕谕中称“自两国军兴以来，兵民久罹锋镝。兹该帅致书议

和，亦是罢兵息民好意”，并任命二人为全权大使负责谈判，只为“早弥兵端”。② 尽快止战虽是嗣德

帝最迫切的希望，但在使臣陛辞时，嗣德帝结合稍早的廷议却又给出了“土地决不可许，邪教决不可

公行”两项底线。③ 这两点恰是法国发动交趾支那远征甚至整个远东殖民战略的核心关切。④

考虑到当时越法双方在军事实力上的绝对差距，以及北圻民变的严峻形势，潘、林二人进行谈判

的余地其实非常有限。法国海军中校保兰·维埃尔( Paulin Vial) 回忆了当时潘清简使团从都城顺化

搭船来到西贡谈判时的情景:“从这艘船的外观可以看出，安南人的舰队已经好几年没敢出海了。船

上的一切都很糟糕，船帆、绳索、大炮，以及武器都布满了锈迹……( 安南) 使臣们向所有人展现出一

副平静微笑的面容，他们的发言给人以好感; 他们一再以随和和谦恭的语言表达了他们对缔结和平

的热切和真诚的愿望。”⑤最终，全权大使未能守住谈判底线，因此嗣德帝震怒，称“二臣非特本朝罪

人，千万古罪人也”⑥。从嗣德帝对时局不切实际的幻想以及保兰·维埃尔对于阮朝战船的描述来

看，越南明命时期对于鸦片战争的分析并没有使二十年后拥有“后见之明”的阮朝在面对法国殖民势

力的第一波正面冲击时获得优势。但接下来，阮朝朝廷迅速掌握了“条约体系”的谈判逻辑，不断用

谈判来拖延和约的施行。

从嗣德十五年( 1862) 四月潘、林签约，到三国正式完成换约之间，越南尚有一段时间的窗口

期。阮朝希望继续以谈判的方式拖延条约的施行，并争取拿回一部分利益。阮廷认为“条约初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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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周敬:《论鸦片战争中的越南阮朝明命皇帝》，《南海学刊》2016 年第 3 期; 钱盛华: 《越南阮朝早期的周边政策研究

( 1802—1858) 》，第 45—47 页。
“嗣德敕谕”，le 16 mai 1862，fonds“Mémoires et documents，Asie”( 下称“M. D. Asie”) ，Centre des Archives diplomatiques de
la Courneuve( 下称“C. A. D. la Courneuve”) ，Paris，tome 28，p. 56。
阮朝国史馆编:《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第 26 卷，庆应义塾大学言语文化研究所 1979 年版，第 21 页。
Yoshiharu Tsuboi，L’Empire Vietnamien Face à la France et à la Chine: 1847 － 1885，L’Harmattan，1987，p. 31.
Paulin Vial，Les Premières Années de la Cochinchine，Colonie Française，Challamel Ainé，1874，pp. 152 － 153.
阮朝国史馆编:《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第 26 卷，第 22 页。这也成为百余年来“潘林卖国，朝廷弃民”(

) 一说的肇始。



1863 年越南潘清简使团赴法与《西贡条约》修约问题

若遽行改拟，恐他负气”，遂希望通过潘、林二人在法国人心中的名望，继续游说法方，也让二人将

功折罪。① 当年七月，因二人未能说服博纳尔归还割让的三省，于是遣使赴法的想法第一次出现。

机密院大臣张登桂、陈践诚提议向法国派遣使节“问安”，并向拿破仑三世递书“辩明清简、维浃轻

许，铺那( 博纳尔) 强执之事”，意将越方的责任完全推给潘清简。但是，嗣德帝在强调使臣遴选必

须慎之又慎之后，此事竟不了了之。② 可见在嗣德帝心中，朝中真正能与法国人顺畅沟通的只有潘

清简。
《西贡条约》规定，双方需在一年之内完成换约。当年九月，博纳尔来文称法国皇帝与西班牙女

王已完成盖印，故希望十一月在顺化完成换约。阮朝试图再次采取拖延的策略，将“一年之内”解释

为“在一年之时”，遭博纳尔明确拒绝。次年二月，三方在太和殿正式换约。

按理《西贡条约》各项手续至此已经完结，应进入施行阶段。但阮朝按照自己对于“条约体系”

的理解，认为既然是以谈判为手段，以签约为目的，那继续发起新的谈判从程序上讲也并无不妥，其

也完全未往“失信于人”的角度来思考这一问题。于是，在换约三个月后，嗣德帝正式任命协办大学

士潘清简、吏部左参知范富庶、广南按察使魏克憻为“如西正、副使”出访法国，期待以外交手段拿回

割让的三省。对于条约体系有所感悟的潘清简并不看好此行的效果。根据《大南实录》的记载，潘清

简既衔王命，只得向嗣德帝表示: “彼情势臣未能熟知，且太骤恐未可必。”此语的重点当在后半

句———潘清简委婉地指出甫一换约即修约的做法不妥。但嗣德帝听闻此言，只反问一句:“清简亦未

谙熟，况他人乎?!”③阮朝皇帝把焦点放在了前半句潘清简的自谦上，完全回避了其对于修约的质疑。
( 二) 法国借机展示殖民世界的图景

对于阮朝在换约后不合常理地派出谈判使团继续“纠缠”，法国是如何因应的? 潘清简一行出

访归来后，曾向嗣德帝进呈了一部题为《西浮日记》的文献，记录了使团从出发到觐见拿破仑三世，

再到回国的整个过程，其中提供了重要的参考。④ 在“现代化史观”的影响下，对于使程日记的研究

往往会将关注点放在使臣“开眼看世界”的方式，并以此做出相应的价值判断。⑤ 但潘清简一行的

特别之处在于，使团乘坐的是法国提供的火轮船，并全程由法国海军伴送，沿途的各项活动也均由

这些军官以及当地的法国领事安排。因而在《西浮日记》中所记载的内容，不仅是越南使团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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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朝国史馆编:《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第 26 卷，第 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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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清简、范富庶、魏克憻:《西浮日记》，法国远东学院藏，A. 100。副使范富庶的后人将该文献编入范氏个人文集的外编《蔗

园别录》，并定名《西行日记》，大概是因范氏贡献最大。该书上卷与中卷( 内容为使团从出发至离开法国前往西班牙的行

程) 有法译本，译者将原书中喃字标记的大量人名与地名译出，为后世学界理解该书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参见“L’
Ambassade de Phan-Thanh-Gian ( 1863 － 1864 ) ，” trans. ，Bulletin des Amis du Vieux Hué，no. 2 ( 1919 ) ，

pp. 161 － 216; “L’ambassade de Phan-Thanh-Gian ( 1863 － 1864) ( Suite) ，”trans. Tran-Xuan-Toan，Bulletin des Amis du Vieux
Hué，( 1921) ，pp. 147 － 187，243 － 281。后又有多个越语译本，参见 ， ，2014，

pp. 1833 － 1835。目前，《西浮日记》在中文世界并未得到学界利用，而法语节译本、越语全译本虽已问世许久，但越、法两国

相关研究在引用该书时，一般仅用以补充使团行止的细节。
Thanh Tùng，“Vue d’ensemble des œuvres littéraires des diplomates vietnamiens envoyés en France à la fin du XIXe

siècle，”in Michel Espagne，Ba Cuong Nguyen，Thi Hanh Nguyen，eds. ，Hanoi-Paris，Un Nouvel Espace des Sciences Humaines，
éditions Kimé，2020，pp. 457 － 478; Phan Thi Minh Lê and Pierre Ph. Chanfreau，Phan Thanh Gian，Patriote et Précurseur du
Vietnam Moderne，Ses Dernières Années ( 1862 － 1867) ，p. 60; ，“ ( 13 － 9 10 －
11 － 1863) ，” ，no. 78 ( 1967) ，p.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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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更是法国殖民者想让其看到的、设计好的“剧本”，这“剧本”的主题就是向越南展示殖民世

界的图景。

潘清简一行所考察的地区其实可以分为两部分，即法国、西班牙殖民帝国的本土和诸多被殖民

地区。以下是根据《西浮日记》简要梳理的使团行止: 1863 年 6 月，使团搭乘法国“回声”号火轮船前

往南圻，在那里拜访了法国殖民官员，随后转乘“欧洲人”号至马六甲海峡访问英属新加坡，而后经英

属亚丁殖民地进入红海。因当时苏伊士运河尚未开通，故使团在埃及起陆，在访问了开罗、亚历山大

城等地后，搭“拉布拉多”号经地中海前往马赛。9 月开始使团在巴黎参观考察近两个月。① 11 月 5

日，拿破仑三世正式接见潘清简使团。② 而后，使团从马赛坐船前往西班牙。由于此行的诉求是法国

同意越南赎回割让的南圻三省，因此使团在西班牙的行程较为简略。③ 此后，使团坐船路过意大利后

按去程路线返回，并最终于次年 3 月回抵顺化。④

法国一直想在越南派驻领事，这样的路线安排给了法国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展现近代领事制度的

益处。在使团途经的这些西方殖民地或受殖民帝国广泛影响的地区，但凡有法国外交部的派驻机

构，其领事均会拜会潘清简使团，并协助其办理相关事宜。比如，在埃及时，当地领事便促成了使团

与埃及国王的会面。当时法国驻亚历山大城领事与使团中的法国伴送军官李阿 ( Henri Ｒieunier)

一道先去见了埃及国王，而后“回述该国长意欲见钦使”⑤。此举不仅向越南使臣展现了领事在外交

公关中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在随后的会面中，埃及通过李阿 的口译向越南使团介绍了拿破仑

1798—1801 年短暂占领埃及的历史，并展现出了一个上层社会西化的形象:“其言语衣服，该国长及

其臣多如西方; 民仍其国之旧服。”两天后，任职于埃及宫廷的法国教师带领三个王子与使团茶叙，并

向后者介绍了王子同时学习法语、阿拉伯语和埃及“方言”的情况。⑥

使团抵达巴黎后，法国政府先是以拿破仑三世正“巡往在外”，而后又以皇后在西班牙省亲，需待

其回法后一并出席仪式为由，让潘清简一行等待近两个月的时间。⑦ 虽难以确定如此牵强的理由是

否巴黎有意为之，但结果就是在此期间法国外交部不仅安排使团游历了巴黎及其近郊的各处机构，

还安排了土耳其、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大使、领事同越南使团进行正式会面。其中，土耳其大使更是

为法国政府美言:“富浪沙国长才略与都城之丽，民物之富，西方亦罕出其右。”此外，担任使团翻译的

海军军官何巴理( Gabriel Aubaret) 、李阿 还向潘清简详细地介绍了西方近代领事制度。⑧ 这些都是

为未来在越南派驻领事做铺垫，可以看到，后来当越法双方真正进行修约时，法方便进一步向阮朝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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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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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清简、范富庶、魏克憻:《西浮日记》卷上，第 1、4、10、22、37 页; 卷中，第 1 页。
潘清简、范富庶、魏克憻: 《西浮日记》卷中，第 5、17、44—47 页。此后，法兰西第二帝国的政府机关报《总汇通报》( Le
Moniteur Universel) 在头版头条对此事进行了报道，随后多家法国媒体也转载了这一消息。参见 Le Moniteur Universel，le 8
novembre 1863; Le Constitutionnel，le 9 novembre 1863; Messager du Midi，le 10 novembre 1863 等。
潘清简使团在西班牙访问时，诸多礼仪均直接比照此前在法国的经验，而西班牙当时甚至无法找出懂得越南语的通言来与

潘清简对接。参见潘清简、范富庶、魏克憻:《西浮日记》卷下，第 1—4 页。
潘清简、范富庶、魏克憻:《西浮日记》卷下，第 48 页。
潘清简、范富庶、魏克憻:《西浮日记》卷上，第 23 页。
潘清简、范富庶、魏克憻:《西浮日记》卷上，第 25、28 页。
潘清简、范富庶、魏克憻:《西浮日记》卷中，第 5、17 页。
潘清简、范富庶、魏克憻:《西浮日记》卷中，第 13、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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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在顺化都城设置领事的要求。①

法国的这一使领馆网络的另一大好处在于，它以极其生动的方式给潘清简展现了英、法、西、葡
殖民世界的“全景图”。除了上文提到的埃及的西化外，使团在法国驻新加坡领事的陪同下还了解了

英国殖民该地的历史，“英人雇而有之，今四十五年……车驰电报，一如西方。”②1839 年英国占领亚

丁，并将其发展为重要的支撑港口，法国人亦在此地设立领事。《西浮日记》为此记下一笔: 当地“土

人不服英人者，常俟其独行杀之。英人因设垒、列壁障、筑炮台”③。潘清简使团在巴黎期间，法国外

长德·吕斯( Drouyn de Lhuys) 在家中举行了盛大的晚宴，将越南使团引见给各国驻法使节，如西班

牙、荷兰、美国、土耳其、俄罗斯、澳大利亚、瑞典，以及“新世界”的墨西哥、巴西、委内瑞拉，④可见既

包括殖民帝国，也包括受这些帝国影响的广大地区。在使团面前，此举充分地展现了法国作为世界

性帝国在殖民时代的地位及其试图将越南与世界相连的决心。

综上可见，虽然潘清简使团的目的是希望法国让出一部分既得利益，但法方并未因此怠慢、刁难

使团。法国上至外交部长，下至各地领事官员、海军军官，反而以使团访问为契机，试图展示一幅殖

民世界的图景，为日后可能的“合作”埋下种子。
( 三) 政治教育的成效与消失的“蛮夷”“左道”元素

事实上，法国在占领南圻三省后势必需要与当地官员、士大夫进行不同程度的合作。李阿 上

尉曾毫不讳言要以《西贡条约》为工具，对“安南王国的权贵进行政治教育( éducation politique) ，以使

其站在我们这一边”⑤。此次使团所到之处，法国整个外交系统已扎扎实实地开展了一次“政治教

育”，其效果如何? 或者说又再次给越南士大夫产生了哪些冲击?

对此，可以先看一下使团副使魏克憻留下的另一部使程文献《如西记》。这部手稿的缩微胶卷档

案藏于法国远东学院，标题虽给人以“游记”之感，但实际内容却与此次使团行止毫无关系。⑥ 若以

今人标准，该手稿更像是一部“法国概况”，先简述了法国从起源到 486 年法兰克王国建立的早期历

史，而后介绍了法国的宗教体系，并用了一定的篇幅介绍了 16 世纪至拿破仑三世时的法国外交史。

该手稿叙述最详之处莫过于“法国制度”: 从议会到政府各部，再到军事兵制。尽管《如西记》从未给

出任何引文出处，但可以明确的是，不具备外语能力的作者是绝对无法独自完成这样一部“法国概

况”的。显然在访问期间，法国官员与使团中的译员( 如何巴理、张永记等) 为其提供了资料上的协

助，这其实就是法国政府对于潘清简使团所施加的隐性的意识形态宣教。当魏克憻在手稿中写下

“西方诸国，常以交好相维，亦以通商为利。不构大小强弱，皆交相缔结。于其都城，彼此互置住使”

时，看似中立的文笔，却在用词的不经意间将近代领事制度描绘成了一副“天下大同”的模样。⑦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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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ie du Traité de paix et d’amitié entre S. M. l’Empereur des Français et S. M. le Ｒoi d’Annam，”le 15 juillet 1864，fonds
“M. D. Asie”，C. A. D. la Courneuve，Paris，tome 29，p. 132.
潘清简、范富庶、魏克憻:《西浮日记》卷上，第 10 页。
潘清简、范富庶、魏克憻:《西浮日记》卷上，第 17 页。
潘清简、范富庶、魏克憻:《西浮日记》卷中，第 34—35 页。
Abel H. ，La Question de Cochinchine au Point de Vue des Intérêts Français，Librairie commisionnaire pour les colonies et l’Orient，
1864，p. 40.
魏克憻:《如西记》，法国远东学院藏，A. 764。越译本将其中喃字地名、人名以表格形式专门译出，为理解该书提供了巨大的

便利，参见 ， ， ， ，2020，pp. 183 － 236。
魏克憻:《如西记》，第 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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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尝不是如李阿 上尉所希望的那样，已经不知不觉地“站在法国这边”了。

同样，在《西浮日记》中也记载了一个法国“政治教育”的成功案例。当潘清简使团从法国回抵

西贡时，交趾支那总督拉·格兰迪埃( Pierre-Paul de La Grandière) 设宴款待，宴会后其令属下带使团

参观法国人开办的孤儿院“幼学场”。在参观完之后，使团中一位名叫阮弘的随员即向潘清简请示，

希望留在该孤儿院学习与工作。① 此外，如果将《西浮日记》与过往越南使臣的燕行文献、南洋公务

文献对照来看，更能发现越南士大夫在面对近代化冲击以及法国外交系统的“政治教育”时微妙的心

态变化。

在过往的对外关系中，越南最主要的外交对象是“北朝”中华帝国。作为属国的越南( 安南) 需

定期向“天朝”遣使朝贡，由此诞生了一大批燕行文献。② 在此类文献中，越南使臣经常流露出“文献

之邦”的自豪感。尤其是当清朝“蛮夷”入主中原后，越南士大夫更是自诩中华正统在“大越”。③ 在

前往南洋公务的使臣文集中也有类似的思想，越南官员以“蛮夷”称呼海岛东南亚国家土著，并认为

当地的荷兰殖民者缺乏尊卑观念，“虽百般机巧，终囿于夷也”④。这些都是其内心“华夷之辨”观念

的自然流露。⑤

然而，这种优越感在此次潘清简使团成员的多部使程文献中都见不到了。“蛮夷”字样及其背后

的华夷秩序论在《西浮日记》中难觅踪影，副使范富庶所作的记景抒情诗集同样如此。⑥ 如果说对于

殖民帝国的态度是因“慕强”而自然转变，那么使臣在马来、爪哇、阿拉伯地区访问时对于当地土著的

描述也没有像传统士大夫那样，使用一些带有贬损意味的词汇( 如狡悍、桀骜等) 则更能说明问题。⑦

这些被殖民地区与越南有类似的境遇，越南士大夫开始以“平等”而非“化外蛮夷”的视角来看待这

些文明。

另一个微妙的变化是对天主教的鄙夷。阮朝曾长期以“左道”蔑称天主教，虽然《西贡条约》迫

使越南给予了传教自由，但士大夫内心的态度并不会骤然改变。应该指出的是，即便是潘清简，其对

天主教仍然是没有好感的。法国军官的回忆录指出，潘清简曾对法方谈判团队中的越南人相当厌

恶，但当得知后者是基督徒后反倒释怀了。因为在其眼中，这些信教的越南人已经是一些突破底线

的人了。⑧ 法国人了解这一点，因而当使团途经意大利时，伴送的法国官员便执意邀请潘清简前往梵

蒂冈拜访教宗，希望其增进与天主教的互动。潘清简以未有事先安排，不能唐突访问为由，婉拒了这

一提议，但最终还是派出了使团翻译、天主教徒张永记与教宗进行了非正式的会面。⑨ 这一场景在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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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清简、范富庶、魏克憻:《西浮日记》卷下，第 47 页。
参见中国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越南汉喃研究院编:《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 越南所藏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潘辉注:《輶轩丛笔》，中国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越南汉喃研究院编《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 越南所藏编) 》第 11 册，第

160—177 页。
潘辉注:《海程志略》，原文参见 Phan Huy Chú，Hài trình chí ，Ｒécit sommaire d’un voyage en mer ( 1833 ) : un émissaire
viêtnamien à Batavia，trans. Phan Huy Lê， ，Association Archipel，1994，p. 202。
另可参见成思佳:《从大陆王国到海岛殖民地———以越南阮朝学者潘辉注及其江流波之行为中心》，《史林》2017 年第 4 期。
参见收录于《范富庶全集》中该诗集的越译注释本: ，pp. 762 － 818。
潘清简、范富庶、魏克憻:《西浮日记》卷上，第 10—12 页。
Jacob Ｒamsay，Mandarins and Martyrs: The Church and the Nguyen Dynasty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Vietnam，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 168; Milton E. Osborne，The French Presence in Cochinchina and Cambodia: Ｒule and Ｒesponse: ( 1859 － 1905)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9，p. 68.
潘清简、范富庶、魏克憻:《西浮日记》卷下，第 16—18 页。



1863 年越南潘清简使团赴法与《西贡条约》修约问题

年前是难以想象的。从《西浮日记》里的表述来看，使团对天主教的叙述也完全摒弃了原先鄙视的态

度。需要强调的是，这份内部报告是直呈嗣德帝的，完全可以直抒胸臆而不考虑法国人的观感。同

样的，在副使魏克憻的《如西记》中，他也以中立的口吻叙述了基督教的教义以及该教在欧洲发展、分
裂的历史，且并未参杂带有价值判断的表述。①

可以说，使团在外九个月的旅程给了法国充分的时间和机会来进行“政治教育”，而使团文献中

记载的各种细节也确认了教育效果，这些士大夫心中原先的意识形态开始崩塌，曾经坚持的一些政

治伦理、宗教观点开始被抛弃。
从《西贡条约》签约、换约，到阮朝单方面提出修约想法，再到潘清简使团访问法国，初入近代条

约体系的阮朝在短时间内迅速掌握了其中的逻辑，试图反向利用这一体系来挽回一部分损失。面对

这种非常之举，法国外交系统迅速地进行了相应的回应，没有拒绝、怠慢潘清简使团的访问。相反，

法方利用遍布世界的领事网络对潘清简使团的行程做出了目的性很强的安排，使得使团成员在潜移

默化中被进行了“政治教育”。

二、修约主张下法国海军“知越派”的分裂

从历史的维度考察，殖民化并非同质且单一的，法国与越南内部对时局均有不同的认识。法国

人很清楚当时在顺化有两派势力———以潘清简为首的“明智”的一方扮演了“光芒”( feu) 的角色，扶

大厦于将倾; 而另一派则被“对欧洲人的仇恨蒙蔽了双眼”②。类似的，具有压迫性的法国殖民势力

一方，其内部的看法与利益诉求也并非铁板一块。事实上，直到 19 世纪中叶，法国社会都还没有就

重启在亚洲的扩张达成共识。最后真正推动法国在印度支那扩张的主要力量还是海军，其一方面在

寻求帝国的扩张，另一方面也想借此壮大其部门本身。③ 而海军中的几位对越南社会、历史有所了解

的中层军官在这一过程中曾共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面对阮朝朝廷提出的修约请求时，这

些“知越派”内部对于法国应在交趾支那实行哪种殖民形式出现了意见分歧，并直接影响到潘清简使

团此次出访的最终效果。
( 一) 何巴理对殖民方式的态度转变

在此次潘清简使团修约过程中，法国方面给予最热心回应的人莫过于海军的何巴理。何巴理是

军中有名的“知越派”，当初博纳尔在与潘清简谈判签订《西贡条约》的过程中，他就曾担任法方的译

员。博纳尔在给海军与殖民地部部长的信中给予了何巴理很高的评价:“到目前为止，多亏有何巴理

上尉……他在中文方面的知识，不仅帮助甚大，更是不可或缺的。这一点我再怎么强调都不为

过。”④可见，何巴理在阮朝割让南圻三省的过程中确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仅一年不到，何

巴理便对阮朝的修约请求表现出了同情，并开始为修约一事奔走。从使团抵达法国土伦港时，何巴

121

①

②

③

④

魏克憻:《如西记》，第 6—10 页。
“Lettre de Bonard à M. le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le 14 janvier 1863，fonds“M. D. Asie”，C. A. D. la Courneuve，

Paris，tome 28，p. 287.
Pierre Brocheux and Daniel Hémery，Indochine，la Colonisation Ambiguë，1858 － 1954，éditions La Découverte，2001，pp. 26，29.
“Lettre de l’Amiral Bonard à M. le Ministre de la Marine et des Colonies à Paris，”le 1 août 1862，fonds“M. D. Asie”，C. A.
D. la Courneuve，Paris，tome 28，p.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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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便奉命迎接，而后出席了几乎所有使团活动。①

何巴理拥有海军军官、外交官、汉学家( 东方学家) 等身份，而其中最后一个可能是最广为熟知的

一个。他曾将两部重要的越南汉籍《嘉定城通志》和《皇越律例》翻译成法文，并编写了《越南语语

法，附法越—越法简明词典》一书，为当时法国政坛、社会了解越南这一东方国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但若只是强调何巴理在文明交流中的作用，②那显然是忽略了其作为殖民军官的身份，而这一身份恰

恰是最关键的。在刚列举的这三部书的封面上，其实都无一例外地标示了译者何巴理的军衔，及编

译过程中的军方指示:“奉海军与殖民地部部长夏瑟卢 － 鲁巴( Chasseloup-Laubat) 伯爵阁下之命发

行。”③只有在翻译纯文学性质的《蓼云仙传》时，何巴理才没有在封面上做类似的标注。④ 基于这一

背景，何巴理为这些书所做的“译者序”便成为理解其殖民思想的一手资料，对于了解潘清简使团修

约过程中法国“知越派”的分歧有着重要裨益，而这是过往研究所忽视的。
《皇越律例》“译者序”的写作时间是 1862 年 8 月 1 日，即《西贡条约》签订不久而尚未换约之

际，当时法国要面对的是在交趾支那( 南圻) 即将开始的殖民统治。《皇越律例》颁行于嘉隆十四年

( 1815) ，将其翻译成法文，正契合了社会治理的需要。何巴理指出，因越南传统社会“普法”工作的

缺失，使得“有罪的人总是对惩罚他们的法律或规则一无所知，人们只是通过道听途说知道他们犯了

罪会受到什么惩罚”。有鉴于此，他决定将此律翻译成法文，一方面供法国殖民者学习参考，另一方

面也希望尽快从法文再译为“安南白话文”( langue vulgaire annamite) ，以消除原先士大夫对于文字和

法律的垄断。⑤

这一时期的何巴理仍相信法国能在南圻建立长久稳定的直接殖民统治模式: “如果说在殖民化

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的话，那就是尽可能按照被征服民族自己的法律和古老的习俗来治理

他们。要缩小欧洲人和亚洲人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只需时间就够了。”因而在“译者序”的最后，何

巴理对既有殖民方针表现出了绝对的认同:“译者今天没有别的愿望，只是想帮助那些被赋予在中国

边境建立法国殖民地这一艰巨而光荣使命的聪明的同志们。”⑥

但是，当何巴理给《嘉定城通志》写“译者序”时，时间已经来到了 1863 年 7 月 1 日，彼时潘清简

使团刚登船出发不久，而有关修约的消息已开始在法国海军内部发酵。⑦ 在这篇“译者序”中，就能

明显感到何巴理殖民思想的转变。
《嘉定城通志》由大学士郑怀德于 1820 年编写完成进呈明命帝，由于越南长期战乱导致文献散

佚，该书在当时即已是有关“越南南方的最完备的撰述”⑧。何巴理在出版法语译本时对原书结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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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清简、范富庶、魏克憻:《西浮日记》卷上，第 37 页。
岳峰:《中国文献外译与西传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37 页。

，Gia Dinh-Thung Chi. Histoire et Description de la Basse Cochinchine，trans. G Aubaret，Libraire de l’Insitut de la
Bibliothèque Impériale et du Sénat，1863; Lois et Ｒèglements du Ｒoyaume d’Annam: Code Pénal Annamite ( Hoang Viêt luat lê) ，

trans. G Aubaret，Imprimerie impériale，1862; G Aubaret，Grammaire Annamite: Suivie d’un Vocabulaire Français-Annamite et
Annamite-Français，Imprimerie impériale，1867.

，Luc-Van-Tiên，Poème Populaire Annamite，trans. G Aubaret，Imprimerie impériale，1864.
G. Aubaret，“Préface，”in Lois et Ｒèglements du Ｒoyaume d’Annam: Code Pénal Annamite ( Hoang Viêt luat lê) ，pp. VII，IX.
G. Aubaret，“Préface，”in Lois et Ｒèglements du Ｒoyaume d’Annam: Code Pénal Annamite ( Hoang Viêt luat lê) ，pp. VIII，X.
Phan Thi Minh Lê and Pierre Ph. Chanfreau，Phan Thanh Gian，Patriote et Précurseur du Vietnam Moderne，Ses Dernières Années
( 1862 － 1867) ，p. 51.
戴可来、杨保筠校注:《〈岭南摭怪〉等史料三种》，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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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幅调整，以使法国殖民者在阅读时能更方便地理解南圻社会，因而带有浓厚的殖民工具书色彩。

然而，由于该书是关于南圻六省的地方志，而法国在《西贡条约》中只攫取了其中三省，并且拉·格兰

迪埃在成为法属交趾支那总督后，弃用当地越南士大夫，将大量海军军官充任地方官员，造成社会紧

张。① 因此，在“译者序”里何巴理对法国未来的殖民形势提出了“拷问”:“现在六省已然形成了一个

完全同质的整体……我们要在其中的三省建立一个稳固的行政机构，而另外三个省仍在越南的统治

之下，此绝非易事……南方各省巡抚能轻易地在不诉诸任何武力的情况下给我们制造巨大的麻烦。

简而言之，这六个省已形成了一个小型的、界限分明的王国。窃以为，两个彼此不同的主人很难同时

进行和平的统治。”②后来何巴理在给外长的信中也明确表达了这一观点: “《西贡条约》给了我们三

个省，但让我们被敌人所包围。如果我们继而吞并整个交趾支那，那么安南王国将成为最令人头疼

的敌人，各地都将发生叛乱。”③

对于这种殖民困境，何巴理在“译者序”里委婉地指出了解决的方法。其倾向采取新加坡、香港

形式的殖民，以占据远洋贸易的关键港口而非大片殖民地来为法兰西帝国争取商业利益:“欧洲巨大

的商业力量如今似乎都想涌向远东地区，而由于( 交趾支那) 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富饶的土壤，它可以

成为法国在远东的一个重要的利润来源和正当的道德感召力的来源。”④

何巴理殖民思想的转变使得潘清简使团在法国内部找到了强有力的支持者。拿破仑三世后来

任命其为驻曼谷领事，负责与顺化朝廷洽谈具体的修约事宜。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对此前博纳尔

《西贡条约》的成果的放弃，因而何巴理与博纳尔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原本团结的法国海军内部开

始出现分裂与内耗。⑤

( 二) “潜伏者”李阿 的舆论动员及其核心观点

相比于何巴理“背叛”了海军部原先的战略路线转而主张修约，其他海军军官大抵上仍强烈支持

继续履行《西贡条约》。由于潘清简使团赴法需要法国海军的协助，因此其力量也渗透于使团的整个

行程中。⑥ 在随行的海军力量中，最重要的一位莫过于后来成为海军部部长，当时还只是上尉的李

阿 。
“李阿 ”这一名字在《西浮日记》中出现频率非常高。从使团抵达嘉定之后，其就被任命为伴送

官，全程陪同并担任口译员直至使团完成在法国的任务前往西班牙。⑦ 这使得李阿 能完全掌握使

团的一举一动。在给保兰·维埃尔的《交趾支那的最初岁月》一书做序时，李阿 披露了一些潘清简

使团的细节。可以说，从上船伊始，李阿 便做起了潘清简的思想工作，使他了解到法国是不可能放

弃《西贡条约》所割让的三省的:“我们向他保证，他在法国会得到最富同情心和仁慈的欢迎。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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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n Thi Minh Lê and Pierre Ph. Chanfreau，Phan Thanh Gian，Patriote et Précurseur du Vietnam Moderne，Ses Dernières Années
( 1862 － 1867) ，p. 61.
G. Aubaret，“Préface，”in Gia Dinh-Thung Chi. Histoire et Description de la Basse Cochinchine，pp. XI，XII.
“Lettre de G. Aubaret à M. le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le 16 juillet 1864，fonds“M. D. Asie”，C. A. D. la Courneuve，

Paris，tome 29，p. 137.
G. Aubaret，“Préface，”in Gia Dinh-Thung Chi. Histoire et description de la Basse Cochinchine，p. XIII.
潘清简使团在巴黎时便观察到了这一点。参见潘清简、范富庶、魏克憻:《西浮日记》卷中，第 13 页。
嗣德帝似乎也提前注意到了这一点，其在潘清简陛辞时嘱咐道:“国书要达国长，毋为当事臣所遏。”参见阮朝国史馆编:《大

南实录·正编第四纪》第 28 卷，第 19 页。
潘清简、范富庶、魏克憻:《西浮日记》卷上，第 4 页。



世 界 历 史 2023 年第 5 期

使他不再对我们放弃征服一事抱有任何的幻想。”①

李阿 并没有继续随潘清简使团前往西班牙，而是在巴黎享受远征七年以来难得的假期。在

1864 年年初何巴理获得代表法方进行修约谈判的授权后，整个海军为之震动，各方的力量开始迅速

集结与动员，以阻止法国同意越南赎回南圻三省。事后，李阿 将在巴黎的这场动员称为“对殖民地

的敌人进行的一次‘合法的远征’( expédition en règle) ”②。而在这一过程中，李阿 特地化名“阿贝

尔·H. ”出版了两本关于交趾支那问题的小册子。二书分发给了有影响力的部长、海军将领、参众两

院议员以及各大城市的商会，并最终进呈拿破仑三世。李阿 自信:“我们的小册子已经使陛下明白

了这一问题。”③

这两本书对于了解反对修约的核心观点及其策略十分重要。在题为《从法国利益的角度看交趾

支那问题》的书中，作为“知越派”的李阿 充分利用了其对于越法关系史的了解。作者开篇回顾了

1787 年路易十六与阮福映在百多禄( Pigneau de Béhaine) 主教的协助下签订《越法凡尔赛条约》的历

史，以及阮福映在统一全越后拒绝履行条约的事。④ 李阿 称，日后嘉隆( 阮福映年号) 虽然实施了一

些“浮夸与赞颂”的法令，但未能如百多禄以及整个法国所预想的那样在越南实现天主教自由。⑤

这段叙述奠定了全书的写作基调———强调越南人的不可信赖。而嘉隆之后明命帝掀起的迫害

天主教徒的浪潮更是让李阿 直接做出论断:“安南人都擅长隐藏内心真正的想法，有时候会装作慷

慨的让步，但他们内心是充满骄傲和狡黠的，直到最后才显示出隐秘的决心，即一旦有利的时机出

现，便会摆脱所有的约束独自行动。”⑥李阿 希望以此来证明，阮朝既然能在《西贡条约》甫一签订

就提出修约，那说明其本身就缺乏诚信，在此基础上若法国与其签订新约，也不能保证后者会安分履

约。这同样也是其另一本著作《交趾支那问题的实际解决之道，即法国远东政策的基础》的核心观点

之一。⑦ 对于越南修约的提议，李阿 更是直接将阮朝朝廷比作“职业赌徒”:“他只是输了一部分财

产而已，就跑到对手那里哭哭啼啼，像是他全输光了一样。他保证不会再赌，并试着从对手那里拿回

他之前输掉的东西。”⑧此外，嗣德帝支持张定在南圻三省发动反法斗争，也被李阿 用来进一步论证

阮朝没有履约的诚意:“其在我们的领土上重新掀起、鼓动叛乱，并通过其神秘的影响使叛乱看上去

只在局部地区出现，以证明这些人所厌恶的是我们的统治。”⑨

作为使团伴送官，李阿 必须执行他的任务，但其内心对于修约一事极度反感，遂在使团回

国后，便展现出了“真面目”。而修约请求先天背负着缺乏诚信的“原罪”，这恰恰被李阿 抓住并

大做文章。法国本土发动的这场舆论战在后来何巴理谈判期间一直在延烧，成了制衡修约派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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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力量。

在法国政坛、社会对于远东殖民的各种多元的声音中，海军曾是最坚定团结的一派势力。然而，

在面对阮朝不合常理地提出修约请求并派出潘清简使团后，海军内部意见分裂，然后以各自不同的

方式对嗣德帝的主张进行了回应。何巴理与李阿 这两位熟悉越南历史且精通当地语言的海军军

官，其殖民思想朝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一位对阮朝表现出了同情并对殖民前景产生了悲观

主义的倾向; 而另一位则对顺化表现出的失信态度大为不满。前者最终代表法国开始正式的修约谈

判，而后者则将其不满转化为了加强殖民的原动力。无论如何，这一思想分歧的出现给法国在南圻

的殖民战略带来了内耗与波折，可以说是阮朝提出修约后的一个意外收获。

三、修约谈判窗口的短暂开启

1863 年 6 月使团陛辞时，嗣德帝曾对潘清简说:“若空去空回，或空去致死，何补于国?!”希望其

不论如何也要为朝廷争取回一些利益。① 明晰时势的潘清简自知此行艰难，但又不得不为，因而登船

之后每与李阿 谈及修约一事，莫不以无奈地叹息一声“再等等吧”结尾。② 然而，当轮船驶抵马赛，

何巴理加入使团之后，情况开始有所转机。使团甫一抵法，《比利时独立报》( L’Indépendance belge)

便刊出报道，称越南将用 8500 万法郎赎回割让的南圻三省，而后法国媒体竞相转载。③ 这很可能与

之前何巴理在法国的前期准备有关。在《西浮日记》里有一条微妙的记载，在“9 月 17 日条”下刚记

述了前段时间发生的法国武装干涉墨西哥之事，18 日使团便在何巴理的带领下见了法国外长德·吕

斯。而当时法国政坛正因为远征墨西哥与交趾支那所带来的巨大军费账单以及未来法国在南圻三省

并不明朗的殖民开支而头疼不已。④ 谈判的突破口就此显现，法国财长、外长成为潘清简修约谈判的

“盟友”。在一份给驻西贡的拉·格兰迪埃将军的信中，德·吕斯直言嗣德的提议“与我们的利益完全

契合”⑤。而潘清简也观察到了当时法国外交部与海军部之间就赎回南圻问题长达一个月的讨论:

“自恭录国书各款，该国大臣及水兵官属节次会议，几一月未能齐一。”⑥

正是受到“交趾支那殖民成本过高”这一论调的影响，1864 年年初，拿破仑三世开始考虑精简法

国在南圻三省的机构规模从而节省开支。何巴理奉命在巴黎与潘清简商讨了新约的大体条款，余下

事宜则留待其赴驻曼谷领事馆履新之后前往顺化具体谈判。可以说，在阮朝的外交努力下真在不可

能之处砸出了一个缺口。那么谈判短暂开启期间，阮朝传统的历史经验是如何影响其谈判策略的?

而法国又会做怎样的应对呢?

( 一) 宗藩体系经验的草蛇灰线

不可否认的是，原先宗藩体系下的许多外交惯性依旧影响着阮朝的对法外交，即使中国已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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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越南仍以其为师，参考如何处理与西方的关系。及至此次有关赎回南圻割让三省一事，朝

廷在潘清简出发前拟定协商各款事宜时，就援引英法联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廷赔银之后交还广东

省城的案例，希望以此说服法方同意: “观之英吉利与清国和款亦取赔银，交回广东省城，其处义两

得，想贵国亦有同然。”①而对于法方主张的派驻领事的做法，阮朝在拒绝的同时所提出的替换方案

也很难说没有原先宗藩体系下定期朝贡的影子: “至如两国钦使进京，初次互交，本国重违厚意，姑

依此办。若每次问安亦必进京，则使部跋涉，不免艰劳。这款问安拟应定以五年或十年，俾有

程限。”②

在传统的儒家政治伦理中，属国与宗主国之间的关系是人伦关系的延伸，宗藩关系即是在此基

础上建立起的一种“家长式”而非相互竞争的等级制度。③ 如今在面对法国这个可能的新“家长”时，

嗣德帝在策略上使用了儒家的孝道希望感动法方。葛素兰( Charles Gosselin) 上尉在其书中就记载嗣

德帝曾谈到的另一个令他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赎回三省的理由———其母亲出生于该地的塸 ( Gò
Công) 市社，绍治帝的母亲也类似。因而，“守住祖先骸骨安葬之地关乎皇帝的荣誉”。打“亲情牌”

对法国人显然是不会奏效的，葛素兰直接评论道:“嗣德不知道的是，对于我们欧洲政府来说，当面对

政治考量时，感情问题是多么无关紧要。”④以上这些都是宗藩体系经验在此次谈判中的草蛇灰线，

而若论表现最明显之处，则莫过于赎金数额谈判。
( 二) “在商言商”逻辑下的谈判困境

在中越宗藩关系的历史经验中，弱势一方在表面上向实力强大的一方称臣纳贡，以获取对方在

经济上、政治上的大度让步，这是长期以来作为属国越南的生存策略之一。⑤ 因而，此次在与法国的

谈判中，阮朝也很自然地以类似的方式希望获取对方的让步。但条约体系的运行逻辑终究还是“在

商言商”的，所以双方在南圻三省赎金问题的谈判上遭遇了困境。
1864 年春潘清简使团回国后，便将与何巴理在巴黎商定的“新约”各条进呈嗣德。当时廷议就

认为其中第 19 条规定的三省赎金过高( 赎银 3 年内每年 50 万元; 满 3 年后，常年每送 333333 元) 。

已经致仕的大学士张登桂主张以“民贫财匮”为辞请何巴理重新考虑，如果对方不肯，则该数额“诚

难堪受，断然不从为是”。这种一味否定又毫无建设性可言的意见引起了潘清简的不满。因此，在何

巴理抵达顺化，朝廷再次遴选谈判使节时，潘清简坚辞并干脆推举张登桂:“遭此多事，须得柱石大臣

如张登桂者当之，方期妥济。”⑥嗣德帝看出潘、张二人不合，但仍任命潘为正使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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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经与潘清简商议，何巴理同意将新约第 19 条内三省的赎银数量减为每年 333333 元，以四十

年为限，共 13333320 元。与前一方案相比，四十年内所需赎银总数略微下降 4% ( 原先为 13833321

元) ，且四十年后就不必再付赎银。但这一方案顺化仍然难以接受。当时六科给事中、集贤院、起居

注、部院馆阁诸属员皆上密疏，认为如此修约还不如遵守原先的《西贡条约》，至于赎还三省之事，

“姑俟后图”①。何巴理在给外长的信中坦言，此次谈判进行得非常艰难:“在经过十天最漫长和最热

烈的讨论后，这个条约才达成，其间我曾数次严肃地要求中断会议。”②

何巴理十分了解顺化的财政困境，其预测越南或将成为“最无力偿还债务的国家”③。但最初法

国同意修约谈判的基础就在于越南赎回三省的费用可以用来改善法国本土的预算僵局，因而顺化对

于新约第 19 条的坚持也使何巴理陷入尴尬的境地。经与顺化协商，何巴理将第 19 条留白，待日后

另订条约单独签署。④ 而嗣德帝鉴于何巴理在赎金让步问题上所拥有的权限不够，最后更是决定绕

开如此“亲越”的何巴理，直接给拿破仑三世写信。在信中其强调“本国偶值连年兵荒，府库未得充

裕”，三省的赎金实在难以承受，“若不以情相告，将来不能依限办清，难免失信”⑤。有意思的是，嗣

德帝终于担心起“失信”来了，殊不知修约这一行为本身就已被那些反对修约的法国人定性为

“失信”。
( 三) 法国海军部的强力坚持

当初潘清简使团出发赴法经停西贡时，当地的法国人并没有把修约当一回事，因为谁都没有料

到这种甫一签约就修约的行为会得到巴黎的认可，但当 1863 年年末法国真的开始讨论修约的可能

性时，西贡方面感到异常震惊。⑥ 除何巴理外，其他在西贡的将领与中层军官大都强烈反对修约，因

而其回应也最为激烈。

这一时期巴黎内部之所以会出现支持修约的意见，主要在于法国本土对未来还需在交趾支那

( 南圻) 投入多少资源缺乏安全感。因而在西贡的海军便试图竭力证明: 从经济、政治上来讲，占领整

个交趾支那并赋予其“殖民地”的地位远比仅占有该地的几个港口然后推行“新加坡模式”对法国要

更有利。

日后参与到湄公河勘探的安邺( Francis Garnier) 在 1864 年出版了一本题为《1864 年的法属交趾

支那》的小册子。在书中安邺利用其在当地殖民政府工作的便利，列举了政府的收支数据，以证明交

趾支那在该年已经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同时，他还指责法国本土的报纸对远东的情况存在很多常

识错误，并在这些错误的基础上做出了片面的评估。⑦ 而海军上尉安萨( Ansart) 更是以 1864 年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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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米出口额以及税收数据，将交趾支那比作一只“真正的会下金蛋的鸡”。① 而在巴黎的李阿 也

继续联系法国本土的各大报刊，通过舆论战的方式来为反对修约造势。②

潘清简使团以及修约谈判给在西贡的法国人带来的另一个巨大困扰在于，南圻未来的不确定性

使得当地无法获得稳定的发展空间。当时交趾支那临时总督拉·格兰迪埃对于这一点体会尤为深

刻，因而其反应也最为强烈。他在多封信中直言: “当地人因流传的谣言而感到震惊，其对自己的命

运产生了极大的不确定感，因而不再表现出自年初以来的那种良好的态度。”“法国与顺化朝廷签订

新条约的消息使安南的士大夫重新燃起了狂热的希望，并在那些已经开始习惯于我们的统治、我们

的司法以及只愿和平与安全的民众当中引起了动荡。”③在策略上，拉·格兰迪埃加快了对于柬埔寨

的侵略，进一步确立了法国在该国的保护权以强化越南南圻的稳定。李阿 在巴黎也指出，必须尽

快在南圻三省恢复当地的信心，这样才能安全地开展商业活动，增加与亚洲、欧洲之间的贸易来往。④

1864 年 6 月到 7 月，不仅顺化没能接受新约，更令何巴理尴尬的是，同一时间随着南圻各省的叛

乱持续扩大并威胁到了殖民政权，原本支持修约的外长德·吕斯也转变态度，开始相信海军方面对于

顺化的不信任是有道理的，认为即使签署新约也不会得到认真履行。⑤ 谈判的搁浅令何巴理对未来

的形势十分担忧，在给海军与殖民地部部长夏瑟卢 － 鲁巴的信中，他直言: “必须做好在我们的省份

发生严重的叛乱，以及所有在安南王国的基督徒都遭受最残暴的迫害的心理准备。如果认为大多数

安南人希望留在我们的治下，那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⑥但形势已非何巴理可以控制，最后，外长命

其暂停条约的谈判，回到曼谷。当年 11 月，根据南圻三省上报的最新经济数据，夏瑟卢 － 鲁巴就交

趾支那问题撰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进呈拿破仑三世，法国皇帝也因此彻底打消了让阮朝赎回三省的

念头。⑦ 三年后，南圻剩余三省也被法军占领，潘清简无力阻止因而自杀殉国。当年同行赴法的副使

范富庶在挽词中写下“千载机来却遗恨”，对于修约功亏一篑而扼腕叹息。⑧

结 语

1862 年《西贡条约》签订后，被迫卷入殖民浪潮的越南在西方的冲击下，外交框架开始逐步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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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的宗藩体系转向条约体系。虽然越南未能从中国类似的困境中找到切实有效的自保之道，但其自

认为掌握了条约体系的运行逻辑，于是尝试通过修改“旧约”来争取利益。面对阮朝的这种甫一签约

就修约的非常之举，法国也是始料未及，因而同样在摸索回应的方式。在护送越南使团访法的过程

中，法国外交系统不断根据自己设计好的安排来展现自己在世界范围的实力，并对越南士大夫进行

“政治教育”，力图使越南融入殖民世界。

越南以“修约”为回应的做法使得原先法国国内支持殖民战略最坚定的一派———海军出现了内

部分歧，这说明了殖民势力内部的异质性与不稳定性。潘清简使团在法国的财政困境上成功找到了

修约谈判的突破口，于是在“知越派”何巴理的运作下协商赎回割让的南圻三省，并促使法国将在越

南的统治方式变为“新加坡—香港模式”。但是，当谈判真正开启时，阮朝过往在宗藩体系下获得的

外交经验却成为制约谈判继续推进的重要因素，并最终使得同情越南的何巴理也未能在狭小的谈判

窗口打开时真正帮助到阮朝。

同时，虽然修约这种外交行为看似顺应条约体系的逻辑，但因操之过急，先天缺乏诚信，因此副

作用也很快显现。强烈反对修约的“知越派”开始深挖过去越法关系史中越南的种种“劣迹”，以证

明即使此次答应修约请求，阮朝依然不会安于新约。而嗣德帝暗中支持民众起义反法的消息，使得

原先对修约尚存一丝同情的法国外长也转而反对何巴理继续与越南谈判。

此次修约作为越南近代历程中的一次外交初试，虽以失败告终，但也并非一无所获，毕竟法方确

实一度批准了修约谈判。作为殖民势力的法国，在受到越南的反向冲击后，也开始重新思考殖民方

式。宗藩体系向条约体系的转向必然伴随着双向的冲击与回应，而非单向度的改变。

［本文作者钱盛华，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青年研究员、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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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s were carried out intermittently because of the repeated illness of the Shogun，the social

turmoil，such as the Shimabara rebellion，happened frequently，the situation in East Asian Seas was

tense，and the policy of banning Christianity caused the political crisis contributed to the rapid spread

of the famine. In addition，the governance system was hampered by the facts that livelihood issues were

previously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Shogunate governance and the expansion of primary-level governance

authority have not yet been implemented，limiting the ability of the Shogunate administrations at all

levels to provide famine relief. After the famine continuing to deteriorate or even affecting the samurai

class，the Edo Shogunate finally took the initiative to adjust its measures to help small farmers by

lending grain，providing relief，and persuading the displaced people to return，established civil affairs-

related institutions and enacted related governance ordinances，realised the adjustments of the main

body of governance and the governance mechanism at the primary-level，while alleviating the famine

and coping with the problems of livelihood. These adjustments contributed to the changes in the

governance of the Bakuhan system.

Qian Shenghua，The 1863 Vietnamese Mission of Phan Thanh Gian to France and the Problem

of the Ｒevision of the Treaty of Saigon

After the signing of the Treaty of Saigon in 1862，Emperor Tu Duc was dissatisfied with the terms

of the territory cession and promptly dispatched envoys to France to seek its revision. In the face of the

Western impact，Vietnam that believed it had quickly found the logic of the‘treaty system’attempted

to take advantage of signing a new treaty. Frace also responded by facing with this unconventional

manoeuvre. It demonstrated its worldwide power during the journey of the Vietnamese mission to

France and‘politically educated’the Vietnamese mandarins in order to make them accept the rules of

modern diplomacy and integrate Vietnam into the colonial world. Throughout this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it became evident that there was heterogeneity within the colonial policy. Phan Thanh

Gian’s Mission took France’s financial woes as a breakthrough in negotiating the new treaty.

Nevertheless，the options of Vietnam were limited by its historical experience with the previous

tributary system when the negotiations actually began. Even Aubaret who was the sympathetic

vietnamologist cannot truly assist the Nguyen Dynasty during the limited period of negotiations. The

strong resistance of the French navy ultimately resulted in the failure of the revision of the treaty.

Liang Jun and Liu Ｒui，Apartheid and the Adjustment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 Policy

towards South Africa in 1985

In 1985，due to the deteriorating situation in South Africa and the increasing pressure of sanction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the Thatcher Administration was forced to consider adjusting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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